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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宜高速（重庆段）对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及景观格局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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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深入认识道路对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作用过程和机制，确定道路的影响范围和强度，论文选

取渝宜高速（重庆段）两侧 15km 缓冲带为研究区，基于 1986、2000、2007 和 2013 年 4 期遥感影像数据，利用 Arc 

GIS 技术和景观生态学方法，从 4 个分段、3 个尺度探讨了高速公路驱动下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演变的梯度差异及

其对道路演变的响应。结果表明，1986—2013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规律正在由“点”往“轴”向格局转变；2013

年西段低山丘陵区、中段低山宽谷区、中段中低山峡谷区道路的影响范围分别是 10、7、5km，东段中山峡谷区道路

效应不明显；总体来看，公路沿线 3km 范围内土地利用开发强度高，并且 4个分段的土地利用综合程度自西向东逐

步降低；在道路的驱动下，全区景观格局的变化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对于西段低山丘陵区和中段低山宽谷区的景观

格局显著变化在 5km 内，中段中低山峡谷区、东段中山峡谷区的变化主要集中在 4和 3km 内，影响域内景观破碎化

程度加剧，景观稳定性降低，生态景观风险增加；各分段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变化空间差异与其通车时间存在正相

关关系，同时受区域经济和地形因素以及环境政策的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对生态脆弱区道路效应的理解，为

区域交通规划及土地资源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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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性被认为是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最重要的驱动力[1-2]，交通干线构成了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格局变化的廊道，成为

了研究热点，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现有研究表明，土地利用和可达性的关系决定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具体特征，棉花

种植最靠近市场，香蕉种植在距市场更远的地方[3]，而反过来，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和环境异质性对道路布局和因此形成的景观

格局也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4]。道路网络对区域土地利用的驱动作用随着距离道路的远近和时间有明显的变化，如青藏铁路对土

地利用变化的显著影响范围是 7km[5]；青藏公路格尔木至唐古拉山段导致沿线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景观多样性增加，该段公路

的影响范围是 1-3km[6]；还有研究发现因地形地貌限制，公路扩展效应的影响阈为公路周边 1-5km[7]。而道路网络的形成，也使

得道路对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驱动过程和驱动效应分析需进一步加强[8]。 

道路网络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中枢，道路网络通过点效应、廊道效应、点-廊道-网络叠加效应[9]，导致区域生境

破碎化和丧失，改变景观过程，从而影响到影响域（road effect zone）之外更为广阔的区域[10]。如沿交通干线城镇建设用地

与耕地呈现明显的廊道效应，城镇建设和居民点建设以交通干线为依托，交通干线发展建设对耕地的冲击较强，交通干线成为

影响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11]；山东省多数开发区分布在高速公路的两侧，形成了产业布局的“珍珠链”结构，且

促使产生了新的城市空间扩张模式——合并重组[12]。因此，中国广大东部地区的景观已经相当严重地被铺筑有路面的道路、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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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城市区域所破碎和片段化，并已成为世界上景观破碎化程度较高的地区[13]。 

目前的研究一般把道路看成是静态的，但不同时期修建的道路对道路缓冲带内、对区域景观结构的影响可能是不一样的。

道路的走向对景观结构的影响也缺乏考虑。在分析路网的生态效应时，也只是把道路类型的分布和土地利用现状图做叠加[14]，

没能体现出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改变过程；或者仅仅是没有结合土地利用变化的单一景观斑块影响[15]。目前国内外关于道路与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的认识，更多的是揭示现象，很难合理确定道路的影响范围、强度和影响模式以及与其他

相关影响因素的综合效应。因此，对于道路对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作用过程和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深入认识。 

综上所述，关于原本交通阻隔地区近年来快速发展的道路网络对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变化影响效应的研究，不仅要探讨道

路沿线缓冲带内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更需进一步探讨由于道路的修建，使区域可达性改变而产生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

变化，以及与其他相关因素一起发生作用的综合效应。而选择那些具有区域特色的局地进行个例研究，将有可能形成能代表不

同区域类型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揭示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和驱动力[16-17]。为此，本文选择原本交通阻隔但近年来公路建设快速

发展的地区，以渝宜高速重庆段（重庆—巫山）沿线为例，考虑道路驱动力的差异造成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高度时空性，

以及这种驱动作用的发展趋势，依据地貌特征分为 4段，对比该区域 1986—2013 年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演变对道路演变的响应

及其梯度差异，分析道路建设前后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和景观格局响应，有助于深入探讨公路建设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和

景观生态格局的相互关系，丰富我们对自然因素和人为作用相关联作用下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驱动力的认识。 

1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取的渝宜高速重庆段（重庆—巫山），是重庆“二环八射”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属于国家重点路网规划项目杭州至

兰州线（沪蓉高速），位于 29°16′-31°25′N，106°50′-110°50′E，该公路西起重庆主城，经长寿、垫江、梁平、万州、

云阳、奉节、巫山等 15 个县（区），路段总长 471.5km（图 1）。由于区位不同，沿线各区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具

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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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宜高速起始于以城市景观和建设用地为主的重庆市主城区内；中部穿越平行岭谷丘陵城乡结合地带，公路沿线以高产耕

地为主；东北段为中、低山地地带，以林灌、疏林和耕地复合体为主。研究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丘陵、山地面积大，平

地面积小，土地结构复杂、垂直差异明显。此外，道路沿线与各级道路和长江等水系交叉或并行，土地利用类型多样，水生生

态系统典型。由于三峡建设工程水库淹没，城镇迁建，又主要采取就地后靠的方式安置移民，使三峡库区生态脆弱区人地矛盾

更为突出，进一步增加了土地利用强度和结构变化速度。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空间数据包括 1986、2000、2007 年 TM 影像、2013 年环境卫星影像，及研究区 1∶5 万地形图。土地利用数据库的数据由

1986、2000 和 2007 年三期 TM 影像数据解译获得，2013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是通过对 HJ-1A 卫星遥感影像的解译获得。土地利用

采用一级分类系统，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水田、旱地、林地、灌丛、草地、水体、建设用地共 7 类。 

综合考虑渝宜高速沿线的不同道路距离、区域地形地貌类型及经济发展变化情况，为体现宏观趋势特点，根据通车时间及

地貌特征，将渝宜高速分为 4个条带状路段区间进行分析和阐述（如图 2）。分段 1即长寿以西区段（主城区），主要为西段低山

丘陵区，靠近主城经济发达，2000 年通车；分段 2即长垫梁区段（包括长寿、垫江和梁平县）属于中段低山宽谷区，2003 年通

车；分段 3即万州云阳区段（包括万州和云阳），主要为中段中低山峡谷区，2008 年底通车；分段 4即云阳以东区段（包括奉节、

巫山），属于东段中山峡谷区，为三峡生态经济区，2010 年通车。 

 

2.2 研究方法 

2.2.1 缓冲区分析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区域对道路缓冲区的要求不同，为识别道路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效应，深入分析

道路不同层次缓冲带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本文将道路缓冲距离确定为 1、2、3、4、5、7、10、15km，用 Erase 命令将相邻的 Buffer

相减，形成了一系列缓冲带。缓冲带分布在公路两边，每侧共建立 8 个缓冲带（图 2）。用生成的缓冲带分别切割 4 期土地利用

现状图，再分别与 4 个分段分割，得到 4 个时期各分段缓冲区土地利用图，通过叠加分析，计算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从全区缓

冲带、各分段、分段缓冲带三个尺度比较道路同一距离缓冲带内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格局演变，以及各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距

离缓冲带内的空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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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区内其他因素导致的初始动态度差异以及道路驱动下人对土地的正向利用，对道路影响范围的界定需要结合道路建

设前的正向综合动态度的变化趋势与值域，对比建设后的正向综合动态度指数的高值区或拐点来判断。 

2.2.2 土地变化模型和景观格局指数的选取 

采用正向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18]和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模型[19]表示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利用景观分析软件

Fragstats3.3 逐一计算不同年份及不同分段区，各个道路缓冲带分维度指数（AWMPFD）、多样性指数（SHDI）、均匀度指数（SHEI）

和斑块密度指数（PD）；并使用移动窗口法（栅格大小 100m、移动窗口为 1000m）计算研究区建设用地百分比和多样性指数。 

3 结果分析 

3.1 道路缓冲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3.1.1 缓冲带整体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高度集中于热点区域，空间差异巨大，难以准确获取路段整体特点。本文在分析正向综合土地利用动

态度与缓冲带距离变化关系（图 3）的基础上结合土地利用转移信息图谱（图 4）来识别在不同时期土地利用变化的整体特点。

从图 3看出，在高速公路尚未建成的前期（1986—2000 年），道路邻近区域（4km 内）的正向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高于 4km 外，

但从土地利用变化图谱来看，主要是耕地和林草地间转换，空间上仍呈“点”状分散在城镇及其周边；中期（2000—2007 年）

部分道路先后通车，研究区缓冲带动态度随着距离增大先增加，在 2km 时出现极高值，之后逐渐减少，图谱以邻近道路的耕地

向建设用地转化为主，说明渝宜高速对研究区沿线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是“轴”向的；后期（2007—2013 年）研究区缓冲带动

态度在 1km 处最大，随着距离增加波动变化，缓冲区边缘最低，空间差异减少，图谱以稳定型居多。从三个时期来看，农业用

地、建设用地由松散点状转为沿路聚集，形成“点轴”格局，土地利用变化规律正在由“点”往“轴”向格局转变。缓冲区的

土地利用动态度 1986—2013 年呈现出先高后低的趋势，说明土地利用变化在高速公路建成后更加显著，达到一定程度后趋于缓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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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不同分段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图 5表明，西段低山丘陵区在 1986—2000 年的正向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随道路缓冲距离的变化呈现高低交替的特征，原因

是该段位于川东平行岭谷区，公路与岭谷走向一致，向两侧延伸依次穿越岭谷，这个时期土地变化主要受自然条件限制，山岭

间丘陵地带动态度高于山区。2000—2007 年，区段通车后，该区动态度指数显著高于前期，且在道路的邻近区域（2km 内）达

到了最大值，然后随距离增加而减小，1-7km 缓冲带土地利用变化较快；2007—2013 年，区内趋势完全不同于前两期，动态度

达到最低，总体在 0.6%以下，道路邻近区域和较远区域的指数值都较小，而中间区域（5-10km）较大。本段 1986—2013 年土地

利用动态变化趋势表明人类开发活动受高速交通的影响，开始集中于道路邻近区域，开发到一定程度以后，转向距离较远的区

域，邻近区土地变化受人类干扰减弱。 

中段低山宽谷区在 1986—2000 年的指数值于 2km 处达到极高值，然后随缓冲范围的扩大而不断降低，到 7km 后小幅升高；

与前期相比，2000—2007 年指数在邻近区域（5km 内）大幅提高，其他区域较小，并且随缓冲距离增加起伏变化，此时未存在

“轴”向规律，公路的辐射作用仅表现在城镇周围，其变化呈现“点”状格局。2007—2013 年指数值与缓冲距离成反比，道路

沿线 1-7km 缓冲带土地利用变化较快，其聚集和辐射作用呈“轴”向。从时间上看，该段道路的影响范围由 5km 扩展到 7km。 

1986—2000 年，中段中低山峡谷区在 1km 处指数值最大，之后不断下降；2000—2007 年，公路邻近区域（3km 内）指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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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小的趋势，其他区域趋势平缓，规律不明显；2007—2013 年的指数值在 5km 范围内较高，趋势线波动下

降，“点轴”效应明显。对比三期的动态度，表明公路对中段中低山峡谷区内的地类正向转化影响范围由 3km 扩展到 5km。 

东段中山峡谷区地处三峡库区腹地，在 1986—2000 年的各缓冲带动态度整体很高；2000—2007 年指数值趋势转变，最高值

出现在 2-3km，其他范围与前期相比大幅减少；2007—2013 年，指数值继续下降，4-10km 范围内高于其他缓冲区域。1986—2013

年的 27a 内，该段缓冲区正向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不断减少与区域大规模退耕还林还草、实行生态恢复的负向土地转化有关。 

3.2 道路缓冲区土地利用综合程度变化 

1986 年的西段低山丘陵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La 分布状况为 1km>7km>10km>5km>全区>4km>2km>15km>3km（图 6），3km

缓冲带的 La 低于全区的整体水平，是由于案例公路穿越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寿湖，使公路周边地区的开发受到限制，所以 La

偏低。2000、2007 和 2013 年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格局与 1986 年趋势一致，但从 La 的增长幅度看，西段低山丘陵区的增加

幅度较研究区整体增加幅度高，由于主城和长寿区城市化开发强度较大，这种变化目前非常明显。 

 

除 15km 缓冲带外，中段低山宽谷区土地利用程度后期大于前期，但变化幅度减小，3个时段的变化趋势也基本相同，即 1-5km

缓冲带，土地利用程度稍微提高。中段中低山峡谷区各缓冲带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变化规律为 1km>2km>3km>10km>全

区>4km>5km>7km>15km；公路沿线 3km 范围内是土地利用开发强度最高的区域，超过 3km 后，土地利用程度下降，至 5km 基本与

区段开发程度相同。东段中山峡谷区各缓冲带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在 1986 年无明显变化规律，呈现出波动变化；2000 和 2007

年变化格局为 1km>2km>15km>全区>10km>4km>3km>7km>5km；2013 年，各带 La 随缓冲距离增加而减少，但在 3km 外变化幅度减

小，上述表明 2-3km 范围内是土地利用开发强度最高的区域，至 3km 外基本与区段整体程度相同。 

综上可知：27a 间西段低山丘陵区和中段低山宽谷区公路沿线各带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均有提高，且在 1986 年以来的发

展中，其开发利用强度整体上高于其他两个区段。从变化趋势来讲，全区从 1km 到 3km 缓冲带，土地利用程度逐渐减弱。总体



 

8 

上可以看出，公路沿线 3km 范围内是土地利用开发强度较高的区域，超过 3km 后，土地利用程度下降，其中东段中山峡谷区土

地利用程度最低，其土地利用开发强度最高的区域仅集中在沿线 2km 范围内。 

3.3 道路缓冲区景观格局演变 

3.3.1 道路沿线景观格局整体变化 

由图 7可知，27a 间，研究区域各缓冲带的景观格局中多样性、均匀度和斑块密度指数都在提高，分维度指数表现为先增后

减，总体呈减少趋势。多样性指数逐年增大，表明自然和人为干扰增加，土地利用更加复杂，多样性提高。同时，均匀度指数

的增长也反映了空间异质性增强，景观类型有向多样化或均衡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斑块密度提高表明了，一方面，道路将其他

斑块切割导致破碎化，另一方面随着渝宜高速的运营和城镇迁建的影响，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道路缓冲区内土地利用结

构变化加快。而分维度指数自 2000 年后的减少表明了道路影响范围内斑块受人为影响程度增加，形状更有规律。 

对于各缓冲带而言，由于对图斑的切割，影响了景观特征值，但缓冲带两期特征值具有可比性。渝宜高速建设后，景观特

征值变化情况与前期相比差异显著，但是 10km 以外区域的多样性、斑块密度与均匀度指数的变化幅度远远低于 10km 内，这说

明从全区来看，渝宜高速对景观格局的影响局限于道路沿线一定的范围内，较大的尺度上（10km 外）对缓冲带景观格局影响较

小。 

3.3.2 各分段缓冲带景观格局变化 

根据图 7、8可知，整体与各区段的斑块密度指数 27a 以来都在提高，这是由于道路沿线工矿、城市和道路建设面积成倍增

长，老城发展受限后，城市寻求更多空间邻近扩展和飞地扩展，近郊农用地被切割破碎化，斑块密度迅速升高。 

 

图 8 中，西段低山丘陵区和中段低山宽谷区在 2007—2013 年的景观特征值多在 5km 处发生趋势的转折变化，且 1-5km 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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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关系，说明了道路对 5km 缓冲区内景观格局影响强烈。两区段内转化量占绝对优势的是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换，这与主

城、长寿、垫江、梁平更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有关。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土地整治使农田、旱地边界更

为规整，城市规划、人造景观等人为干扰越来越多，使得区内分维度下降，多样性增加。原有优势景观农用地的比重不断下降，

林地、建设用地、水体等用地类型上升，均匀度明显提高。 

 

27a 间，中段中低山峡谷区和东段中山峡谷区先是城市扩大和人口增加，区内人类开发力度越来越大，各项指数提高。在库

区建设后，蓄水位上升到 175m，大面积的耕地被淹没，建成区、移民区新垦大量土地，其中东段中山峡谷区 4个指数在 2000—2007

年下降。后期，退耕政策效果显现，人为影响减少，分维度指数上升。此外，由于渝宜高速为主干的道路网络的完善，促进了

内外交流，观光旅游业比重的提高、农民弃耕后的自然恢复都使区内生态总体在好转，多样性、均匀度指数上升。中段中低山

峡谷区和东段中山峡谷区 2007—2013 年的景观特征值分别在 4、3km 范围内与距离存在相关关系，超出这一范围外，变化趋势

大不相同，突然下降或升高，波动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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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表明，渝宜高速对区域生态系统演变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并且使得生态系统的格局发生显著的变化，且道路缓

冲距离的远近和格局的变化有明显的关系。 

4 讨论 

4.1 研究区高速公路对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梯度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研究区各段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程度不同。其中，靠近主城的西段低山丘陵区正向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利用程度综合

指数最高，影响域范围由 7km 延伸到 10km，邻近区（1-4km）土地变化趋于自然状态；中段低山宽谷区影响域由 5km 扩展到 7km，

沿线晏家、桂溪和梁平城区、云龙镇发展较快，道路聚集和辐射作用由“点”状转为“轴”向格局；中段中低山峡谷区的影响

域范围由 3km 扩展到 5km，万州城区、分水镇、大周镇、小周镇和云阳红狮镇发展较快，构成“热点”区域，与高速公路共同形

成的“点轴”效应明显；东段中山峡谷区正向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最低，通过平整河谷、建设道路网络，沿线的奉节、巫山县

城和在谷底的乡镇（如草堂镇）扩展很快，但由于通车较晚，加上道路建设的滞后性和区内退耕还林还草的负向土地利用转化，

正向土地利用动态度不断下降，其变化与距离无显著关系，进一步说明该路段对沿线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还处于“点”状格局，

参考其他路段的演变过程，可以预测该路段的影响强度和范围以后将会增加并呈“轴”向规律。在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上，

西段低山丘陵区最高，向东各段越来越低，从各段内部来看高值区总体上在 3km 内，表明缓冲区内土地利用存在一定潜力。 

渝宜高速（重庆段）对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的梯度效应明显，但与东部快速城市化地带相比，影响范围总体上低于国内其

他高速公路[20-21]，且各路段影响域不对称。一方面，由西向东各段道路运营越来越晚，高速道路对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的驱动作

用越来越小，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和地形的不同也会减弱高速道路的影响度大小。其中，靠近西线的两个路

段区经济较为发达，地形以低山为主，因此对两侧土地利用的影响强度较大并呈现远距离延伸；中段中低山峡谷区，社会经济

发展较为落后，且区内多中山和山脉，因此道路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受到了较大的约束。东段中山峡谷区道路两侧受峰岭夹峙和

环境政策影响，导致城镇土地开发的重心不得不向道路远距离区域转移，仅在有高速公路出入口连接的城镇，建设用地聚集，

发展快速。 

4.2 研究区高速公路沿线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优化 

在渝宜高速的影响下，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在由“点”往“轴”向格局转变的过程中改变了景观格局，使景观破碎化程度

加剧。原因是道路的修建与运行不仅使原有城镇的居民点用地、工矿企业用地增加，形成团块状分布，还以高速为扩展轴，使

周围林地、草地和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化，从而使区域生态风险明显变化。因此，渝宜高速沿线建设用地扩展宜考虑结合原有的

城镇，选择适宜的地形地貌区和道路节点扩展，以取得较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如低山丘陵区和宽谷区可以推进沿线的

城镇化进程，而在中山峡谷区的高速道路沿线宜发展重点城镇，注重生态保护。 

5 结论 

1）27a 以来，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程度差异显示了土地利用变化规律正在由“点”往“轴”向格局转变，渝宜高速

沿线的土地利用及其变化存在由近及远的梯度效应。西段低山丘陵区、中段低山宽谷区、中段中低山峡谷区道路的影响范围在

2007 年依次是 7、5、3km，2013 年分别提高到 10、7、5km，东段中山峡谷区由于通车最晚，道路效应不明显。4 个区段的土地

利用程度有着由西向东降低的趋势，总体上可以看出，公路沿线 3km 范围内是土地利用开发强度较高的区域，土地利用存在一

定的潜力。 

2）研究区各缓冲带景观格局同样存在梯度差异，且多样性、均匀度和斑块密度指数均在提高，分维数下降，充分说明了研

究区景观格局受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破碎化程度加剧，景观稳定性降低，生态景观风险增加。渝宜高速道路对研究区景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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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影响整体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较大的尺度上（10km 外）对缓冲带景观格局影响较小；对于西段低山丘陵区、中段低山宽谷

区、中段中低山峡谷区、东段中山峡谷区景观格局影响范围分别是 5、5、4和 3km。 

3）公路生态效应的地域性差异反映了渝宜高速（重庆段）各区段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变化空间差异与各路段通车时间存在

正相关关系，同时受区域经济和地形因素以及环境政策的影响。本文从 3 个尺度结合自然、社会因素能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

道路的影响范围和生态效应。另一方面，研究主要考虑了单一高速公路对原本交通阻隔地区的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演变的影响，

对沿线其他道路考虑不足，同时对交叉的水系的影响也没有进一步探讨。但以上的不足不影响本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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